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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动态解析
——基于 GEM与WBD的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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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行为理论为基础，从动态视角出发，探讨完整经济周期下，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变化趋势。

同时，分析创业者所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导向及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在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变化趋势中

的调节效应。本文根据 2006—2015年全球创业观察（GEM）与世界银行数据库（WBD），构建混合截面数据来探索创业者创业

市场信心的反应及其差异。研究发现：①在经济衰退期内，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会显著减弱。在随后的经济

扩张初期，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会明显增强；②处于发展中国家及高经济外向度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

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的减弱与增强均会更加剧烈。另外，补充研究发现：③仅在经济扩张初期，创业者社会经济地位能积极

调节时间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调节效果。本文揭示了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变化趋势及该变化

产生的边界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创业心理驱动要素对创业行为影响的动态研究，并促进实践界关注经济衰退对创业市

场信心冲击而带来的创业活动萎靡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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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过去二十年中，全球性与区域性

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再次凸显出“信心”这一影响经济活动开展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信心”是对未来经济发展

情况预期而产生的情绪化心理，是各项市场活动的原动力（卢学英和白文周，2015）。在创业研究中同样发

现，创业者对于创业市场构建起的高度信心也预示其更愿意投入到创业活动之中（Dimov，2010）。然而，现

有研究仅关注到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静态影响，没有考虑到这一关系背后的时间动态特征。行为理

论研究表明，心理驱动因素与创业行为间的关系会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具有时间动态的特质（Frese，
2009）。Gielnik et al（2015）也通过实证研究确认了创业意向、积极设想等积极的心理驱动要素与创业行为间

的关系的动态性。事实上，市场信心承载的情绪化特征，使其极易受外部因素影响（Ramalho et al，2011）。

这意味着，同样作为心理驱动要素的创业市场信心，在创业环境发生变化时，其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也将

发生转变。那么，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将随何种路径变化？且这种变化趋势的边界条件是什

么呢？

由于信心嵌入在涉及竞争逻辑和更广泛制度动态之中，其与总体经济活动态势，特别是与经济周期这一

重要市场逻辑关系紧密（祝梓翔和邓翔，2020）。而在外部环境变化态势下，探究信心等心理驱动因素的作

用效果如何转变及其在不同经济制度秩序下的差异，已经成为创业领域未来重要的研究议题（迈克尔·希特

和徐凯，2019）。过往研究表明，创业企业的进入和后续表现等过程都会受到经济周期的持续性影响（Lee和
Mukoyama，2015）。而行为理论研究也强调，经济条件的变化是影响这类创业者个体特征与创业结果变量

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Gielnik和 Frese，2013）。特别是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低迷的经济环境会使得商业机

会骤减，并增加大众的焦虑情绪，这将阻碍潜在创业者对于商业机会的感知、评估和开发（Devece et al，
2016）。在此阶段内，创业者的信念消退与对风险的担忧使得他们对于创业前景持有悲观的态度，这是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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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随时间推移不断减弱呢？随后，当经济摆脱衰退的困扰，规律性地

回归到扩张的轨道上来时，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是否也随之不断增强呢？为探究这些问题，

本文基于行为理论并采纳 2006—2015年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和世界银行

数据库（World Bank Database，WBD）数据，试图分析随着经济周期的时间推移，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

的关系如何变化

同时，不同创业者所处创业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地区经济决定了当地市场的资源禀赋和导向，

是影响创业活动进行最关键的环境要素（陈翊，2021）。创业者作为市场中的经济活动主体，其任何创业决

策及具体行动将会受到所在地区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制度理论研究更是认为，经济发展的差异是致使不同

国家创业者的创业过程产生巨大区别的关键动因（Zhai和 Su，2019）。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

市场规模、法规制度及人力、金融和技术禀赋（陈翊，2021），这表明创业者能否具有丰富的机会和充沛的资

源进行创业；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发展导向决定了市场目标、生产要素流动及对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依

赖程度（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这影响了创业者所在市场空间的广阔性和获取多样信息的可能性（Carlos
Díaz Casero et al，2013）。同时，制度理论不仅强调了创业环境在影响创业行为上的重要作用，也提出作为制

度代理人的创业者，其自身条件也将促成或影响创业行为。而潜在创业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代表了其可投入

创业活动的经济与社会资源（Schoon和 Duckworth，2012）。这些创业者内外部经济与社会资源的丰厚程度，

将影响大众对未来创业环境预期与抵御经济衰退冲击的能力。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探究所处不同经济发

展水平与格局的国家和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间的正向作用是否具有

相异的变化趋势。

总体来看，本文基于行为理论，试图探

索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变化

趋势及剖析国家经济发展特征与个体社会

经济地位对这一趋势的调节作用（图 1）。

同时，本文没有重蹈创业心理驱动因素研

究的传统范式，而选择了创业市场信心对

创业行为正向作用演化的新视角。利用

GEM及WBD混合截面数据，构建创业市场

信心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根据交互

项回归系数随不同年份的动态变化，判断

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演

化。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

先，本文将创业过程中的时间理论化，明确了完整经济周期下创业市场信心这一心理驱动因素对创业行为正

向作用的变化趋势，有助于拓展创业领域下行为理论的动态研究。其次，本文选取影响创业的关键经济发展

特征要素，比较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导向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变化趋势

异同。既为多国家创业制度差异的比较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丰富了创业制度理论多层次影响研究。最后，本

文还探索了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于创业过程的影响机制，明晰了其影响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

变化趋势的作用时段。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文献综述

创业作为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创业者采取的创业行动

在推进创业活动中起基础性作用，创业者这一创业活动的关键主体引发众多学者关注（Uy et al，2015）。进

而，国家层面的研究同样发现，采取实际行动的创业者比例实际上反映了创业活动的繁荣程度，也是决定新

企业诞生数量的关键因素（宋渊洋和赵嘉欣，2021）。鉴于此，学者开始探究不同个体特征、创业类型或是所

处环境的创业者在创业行为付出程度上的差异。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创业者的心理要素（Murnieks et al，
2020；Newman et al，2021）。Frese（2007）通过整合过往理论与实证研究，进一步分析驱动创业行为产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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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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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动因，并构建了创业行为理论框架。基于此理论，随后研究实证了众多创业者积极的心理要素（如创业动

机、创业激情和创业自我效能等）对创业行为产生的积极作用（Zacher和 Frese，2018；Newman et al，2019）。

尽管相关研究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创业活动产生的理解，但现研究大多没有剖析心理驱动要素与创业

行为间的动态关系。正如创业理论一直强调的那样，创业活动源于创业机会，与外界环境不断互动并受其影

响（Yoruk和 Jones，2020）。而人类行为也通常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发生，忽略行为背后的时间因素将导致理

论对个体行为过程的解释效果受到极大限制（Aguinis和 Bakker，2021）。一般心理学研究也同样表明，在不

同时间阶段内，人格与一般心理对行为的预测效度也将呈现差异化的变动趋势。事实上，Frese（2009）在理

论构建时就已经指出，探究影响创业行为的心理因素时，有必要考虑其作用效果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或维

持。虽然近期开始有学者试图从纵向视角审视这一问题（例如，Gielnik et al，2020），但其仍与理论中所期待

的稍有差距。一方面，现有研究聚焦于两者间关系的短期变化，没有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长期趋势；另一方面，

这些研究仅考虑到二者关系的自然变化趋势，忽视了外界条件变化可能产生影响。

（二）理论假说

1. 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

市场信心作为经济主体对特定市场最重要的主观心理预期与判断，被视为市场活动原动力而受到众多

领域学者的关注（吕鹏和刘学，2020）。围绕特定经济情境下大众市场信心对各个经济活动与指标的影响，

过往研究展开了广泛的探索（郑方辉和刘晓婕，2020）。同样对于创业活动而言，新兴企业的演化和进步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对机会优劣的感知和主观判断（Kor et al，2007）。换言之，当对创业市场中的机

会、资源等要素有足够信心时，创业者才会在该项创业活动中持续付出努力（Dimov，2010）。然而，创业心理

因素对于创业行为的激励和驱动功能并非一成不变（Gielnik et al，2015）。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制度秩序

变化将导致创业心理因素的驱动效果发生变化，其中市场逻辑的影响尤为显著（迈克尔·希特和徐凯，

2019）。基于上述观点，尽管不断有学者呼吁关注市场信心在经济周期内可能发生的变化（Ramalho et al，
2011），但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经济主体的市场信心与经济行为间关系背后的时间动态问题，创业领域研究

中更是没有对此深入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在创业市场中能够有效识别到创业机会是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的基础外部条件，乐观情

绪和积极信念是支持创业者的内在动机（吕鹏和刘学，2020）。而在经济周期内不同阶段内，创业的外部条

件与创业者的内在动机都会受到影响（Galindo‑Martín et al，2021）。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金融投资市场、消

费市场紧缩与社会创新投入收紧都将使得创业活动的难度与风险显著增加（Bishop，2019），这使得潜在创业

者即便识别到创业机会也更倾向选择观望，而非立刻投入到创业活动之中（Kottika et al，2020）。同时，经济

的衰退也会使市场中创业企业数量减少（Fairlie，2013），这也会让社会滋生广泛焦虑和不安。Zhao和 Xie
（2020）指出，情绪变化将影响创业者对于创业活动的总体评估，并影响创业者或潜在创业者的认知。而社会

整体消极情绪和因创业风险增加而产生的观望态度，则将促使创业者对于创业市场得出较负面的评价

（Bullough和 Renko，2013）。这意味着，即便对自身创业能力充满信心的创业者，也难以确认自身创业努力

是否能够取得效果。这些因经济衰退而产生的负面因素将不利于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发

挥，并最终表现为随时间推移，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不断减弱。

然而一般市场信心研究发现，经济复苏情境下的市场信心及其作用效果都将会呈现回暖态势（例如，

Ramalho et al，2011）。换言之，经济衰退及其相关的负面效果对于创业活动的影响也将随时间推移而逐渐

消散。随着经济市场的不断复苏，潜在创业机会也随之增加，对自身创业能力具有信心的创业者更愿意将个

人资源投入到创业活动之中（Crecente‑Romero et al，2019）。同时，创业者也将逐渐从不确定性的观望中逐

渐恢复过来，一些潜在创业者也开始抓住全球经济变化带来的机遇（Bullough和 Renko，2013）。此外，个体

所具有面对逆境的适应能力也将使创业者逐渐摆脱环境压力的影响（Newman，2005），乐观的情绪状态与创

业风险的降低也会使创业者对于创业市场现状做出相对积极的评价。经济负面因素的消散与积极因素的出

现为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恢复奠定了基础，并最终表现为随时间推移，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

行为的正向作用不断增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将在经济衰退期内下降，在经济扩张期内上升（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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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发展水平与导向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的调节作用

过往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导向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境要素，也是造成各国创业者创业活动

差异的关键变量（Acs et al，2018）。已有研究围绕国家经济环境特征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展开了广泛且深刻

的探索（例如，Valdez和 Richardson，2013）。其中，发展中/发达国家是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区分国家总体

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创业领域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征之一（Chowdhury et al，
2019）。通过对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创业活动的差异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创业活动有着复杂的影

响，这也使两类国家各有独特的优势与不足。一方面，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时，

抵御能力有差异。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总体经济实力、完善的经济制度与风险应对机制。这些优势都使得

在经历经济衰退时，处于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更能保持稳定。与此相反，

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衰退时，其遭受到的冲击将远高于平均水平（Bhattacharya和 Dasgupta，2012），且缺乏

完善的防御机制。这导致他们抵御经济衰退的能力较弱，进而导致创业者骤然加深对创业市场的疑虑。另

一方面，在经济进入扩张期后，尽管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且遭受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也会暴露

出更多的创业机会（Devece et al，2016）。与之相反，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在经济危机后被经济扰动所警醒，具

其所处国家具有大量的优质就业机会与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反而促使他们选择避免从事高市场风

险的创业活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负向调节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创业

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下降和上升幅度越小（H2）。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外，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导向同样是影响创业者的重要环境因素。其中，国家经济与国

际经济联系程度（或经济外向性程度），是与该国卷入国际经济周期可能性相联系最紧密的经济发展导向要

素（刘伟和蔡志洲，2019）。当全球经济处于衰退期时，负面的经济讯号能够更快地传至高经济外向度的国

家（姚雯和唐爱迪，2020）。同时，经济衰退会导致世界经济低迷、市场紧缩，这些连锁反应使得高经济外向

度的国家受到更加严重冲击（李明武和袁玉琢，2011）。创业情绪低迷、创业机会减少，最终为创业市场信心

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施加更加负面的影响。然而，负面效应并非持续存在，高经济外向度的国家优势在于

经济重新进入扩张期后，市场能够借由商品、资本、人员、知识等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而快速复苏，创业机会

随着市场上资源禀赋的增加开始显现。由此看来，相较于低经济外向度国家，高经济外向度国家在经济重新

进入扩张期后，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也将更快速地恢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国家经济外向度正向调节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即国家经济外向度越高，创业市场

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下降和上升幅度越大（H3）。

3. 社会经济地位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的调节作用

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劳动力市场经验逐渐被视为影响创业者是否取得创业成功的

重要因素（苏皑等，2021）。创业领域学者一般认为，经济资源、知识资源与社会资源为创业活动的开展与成

功奠定了基础。例如，具有较高的个人收入与财富（琚琼，2020）、教育水平（吴长征，2019）或较为紧密社会

网络（李兴光等，2019）的创业者更易开展创业活动并获得成功。而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是个体社会人口学特征的高度概括，反映了个体可能获得或

控制总体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通常拥有较强的社交技能，这使他们能

够更有效地与他人沟通，并从中发现潜在创业机会及获得有效创业支持（Klyver和 Arenius，2020）。这表明

相较于其他创业者，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创业者更有能力把握到少有的创业机会。同时，高社会经济地位者

具备较强的适应变化能力，这能够帮助他们应对创业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Zhou et al，2020）。此外，具有较

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还具有更高的创业倾向，对创业活动有着更强烈的信念与意愿（Schoon和 Duckworth，
2012）。这也使得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拥有更为充分的经济、社会与心理资源以投入到创业活动之中，

并能够在面对危机时维持一定的积极情绪。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4：
社会经济地位负向调节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下降趋势，正向调节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

关系的上升趋势（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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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数据的来源是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GEM）与世界银行数据库（WBD）。GEM项目于 1999年正

式启动，旨在衡量不同国家的创业者在创业早期阶段有关创业活动与创业认知的状况，至今已有包括中国、

美国在内的 112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该项目。该项目以 18~64岁的成人群体作为研究总体，各个国家研究团

队依据相同的研究模型，在每年 4~6月间各随机抽取本国或地区 2000名以上成年人，围绕创业环境、创业机

会、创业技能、创业意愿及新创企业生成等问题展开问卷调查。目前，GEM项目的年度报告已成为世界各国

人士了解创业态势、创业环境、创业政策等问题的重要信息来源。而 WBD数据库是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建立的综合型国家经济发展专题数据库，其收录了所有人口数量在 30000人以上的经济体，包含 16个
经济专题方面 7000余个指标数据，是经济管理类研究的重要宏观数据来源。

为探究完整经济周期下，时间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影响，以及国家经济发展与个体社会

经济地位的高阶调节作用，同时考虑到样本平衡问题。根据后文研究需求，本文将这些数据组合为混合横截

面数据。相比横截面数据，混合横截面数据可以扩大样本代表性，获得更精密的估计量和更有效的检验统计

量。更重要的是，通过年度虚拟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混合横截面数据可用于考察这些解释变量的影响

在某一时期内的变化情况，并用以代表社会整体发展趋势（阳义南和连玉君，2015）。本文从上述两个数据

库中截取 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十年已公开数据（2006—2015年），并按照如下规则设计三组样本组合：

（1）样本组合一：为验证假设 H1与假设 H4（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变化趋势及社会经济地位的调

节作用），本文首先选取 GEM数据库的中国大陆地区成年人口调查（adult population survey，APS）数据作为基

础。从中提取以下三个年份组成回归样本：2006年数据作为经济衰退前年份代表样本、2009年数据作为经

济衰退转为经济扩张年份代表样本、2015年数据作为经济扩张后年份代表样本。

（2）样本组合二：为验证假设 H2与假设 H3（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向经济度的调节作用）并验证假设

H1检验结果稳健性，本文首先选取 GEM数据库在 2006—2015年调查区间内，符合本文所使用关键变量完

整、连续且有效样本量超过 1000个的国家。其中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哥伦比亚、克罗地亚、美国、德国、荷

兰、西班牙，共计 8个国家。而后将WBD数据库中反映各国家经济外向度指标与上述国家 2006年、2009年
和 2015年 GEM样本进行横向连接组合，得到多层次回归样本数据。

（3）样本组合三：补充检验部分内容，本文进一步将经济扩张时期（2009—2015）GEM数据库的中国大陆

地区成年人口调查的全样本数据进行切分。以现有经济扩张时期数据的中间年份（2012）作为切分点，将

2009—2012年数据作为经济扩张初期（经济复苏时期）样本，将 2012—2015年数据作为经济扩张后期（经济

繁荣时期）样本。

（二）变量定义

1. 创业市场信心

本文采用 Dimov（2010）开发的量表，共包含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机会感知两个维度，具体定义及对应

GEM数据库条目见表 1。而后，本文将两维度取值结果加总，构造“创业市场信心”变量，取值范围为 0‑2。
表 1 创业市场信心的变量定义及取值原则

符号

EC

含义

创业市场信心

子维度

创业自我效能

创业机会感知

定义及对应问项

您是否拥有开展新业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suskill；Qi3），回答“是”记为 1，回答“否”记为 0
在未来的六个月里，在你居住的地区是否会有创业的好机会？（suskill；Qi2），回答“是”记为 1，回答“否”记为 0

2. 创业行为

GEM数据库中共有三个问项度量了创业者过去一年中实施的创业相关行为，分别为：“过去的 12个月

里，你是否做出有助于创业的行为（suacts；Q1B）”；“你最近是否独自或与他人一起，试图开办一家新的企业

作为你全职工作外的第二职业（bjobst；Q1A2）”；“你最近是否独自或与他人一起，试图开办一家个体经营或

向他人出售任何商品或服务的新企业（bstart；Q1A1）”。本文依据创业活动涉入程度构造“创业行为”变量，

取值范围为 0~3，具体取值原则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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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创业行为的变量定义及取值原则

符号

EB

含义

创业行为

定义及对应问项

bstart（Q1A1）题回答“是”，表示独立进行创业活动

bstart（Q1A1）题回答“否”；bjobst（Q1A2）题回答“是”，表示与他人合作进行创业活动

bstart（Q1A1）题回答“否”；bjobst（Q1A2）题回答“否”；suacts（Q1B）题回答“是”，表示仅有过有助于创业的行为

bstart（Q1A1）题回答“否”；bjobst（Q1A2）题回答“否”；suacts（Q1B）题回答“否”，表示从未有过任何创业或有助于创业的行为

取值

3
2
1
0

3. 经济外向度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各国国际收支平衡度（balance of payments；BOP）这一指标作为衡量一个

国家经济外向程度的代理变量。国际收支服务贸易统计是指一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确定时间内（如一

年）所进行所有交易的总和，反映了这一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通程度。本文将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各国国

际收支平衡度指标取对数处理，并与 GEM数据库样本根据国别进行匹配。

4. 社会经济地位

参照过往研究（王鹏和吴愈晓，2019），本文使用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的综合情况，来衡量

大众社会经济地位，具体定义及取值原则见表 3。而后，本文将“教育水平”变量、“职业地位”变量与“收入水

平”变量取值结果分别标准化处理并加总，构造“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表 3 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定义及取值原则

符号

SES

子维度

教育水平

职业地位

收入水平

定义及对应问项

你所接受的最高学历教育情况（GEMEDUC）
你现在的工作情况（GEMWORK3）

你现在的收入处于哪一人群（GEMHHINC）

取值

填答项共分为五个等级（从“未接受任何教育”到“研究生学历教育”），分别取值为 0~4
填答项共分为三个等级（有工作、退休或学生、无工作），分别取值为 0~2

填答项共分为三个等级（最低 33%人群、中等 33%人群、最高 33%人群），分别取值为 1~3

5. 控制变量

为了更为严格地论证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随时间变动情况，本文选择控制个体与国家

两个层面变量。其中，个体层面涵盖年龄、是否熟识其他创业者和创业环境规范（包括创业者地位感知、媒体

关注创业感知、社会创业文化感知）。而国家层面控制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表 4是控制变量的定义

及取值原则。

表 4 控制变量的变量定义及取值原则

符号

age
knowent

norm

gdpg

定义及对应问项

创业者的实际年龄

你认识过去两年中创业的人吗？

在我的国家，大多数人认为创业是一个理想的职业选择

在我的国家，你会经常在公共媒体或网络上看到成功创业的故事

在我的国家，那些成功创业的人有很高的地位并受到大家的尊重

WBD数据库各国 GDP增长率

取值

实际值。

“认识”记为 1，“不认识”记为 0
每个问项中回答“是”的情况取值为 1，回答“否”的情
况取值为 0，将三个问项数据加总平均且在国家内做
标准化处理之后的结果作为规范维度的衡量指标，
采用平均值插补法对规范维度的缺失值进行插补

实际值

（三）模型构建
验证假设H1与假设H4的计量模型设计与式（1）所示。

EB = β0 + β1EC + β2EC × t2006 + β3EC × t2015 + β4EC × SES × t2006 + β5EC × SES × t2015 +
t2006 + t2015 + Control + ε （1）

验证假设H2与假设H3的计量模型设计与式（2）所示。
EB = β0 + β1EC + β2EC × t2006 + β3EC × t2015 + β4EC × BOP × t2006 + β5EC × BOP × t2015 +

t2006 + t2015 + Control + ε （2）
其中：β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残差；Control为控制变量。

式（1）、式（2）中，2009年为对照的基年，设置代表 2006年、2015年数据的虚拟变量（t2006、t2015）。这两个虚

拟变量使模型在不同年份有不同的截距，可以解决总体在不同时期不同分布的问题（伍德里奇，2007）。本

文在模型中设置了创业市场信心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EC × t2006、EC × t2015）。这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

数反映了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在 2006年、2015年相对于 2009年的变化，从而可以看出创业市场

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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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本文在模型中设置了社会经济地位、创业市场信心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EC × SES × t2006、
EC × SES × t2015）。这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变化趋

势的调节作用。式（2）中本文在模型中设置了经济外向度、创业市场信心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EC ×
BOP × t2006、EC × BOP × t2015）。这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反映了经济外向度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

系变化趋势的调节作用。

四、实证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个样本组合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5和表 6。结果显示，发生经济危机当年（2009年）各国平均 GDP
增长率为负值且相较于其他年份显著下降，这表明本文将 2009年作为经济危机发生的对照基准年的合理

性。此外可以发现，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在三年中的变化趋势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

行为的驱动作用将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最后通过比较样本组合一与样本

组合二可知，中国大陆地区的创业行为、创业环境规范和熟识其他创业者程度高于其他国家平均值，这与近

年 GEM报告认为中国创业活动密度和创业环境优化程度持续提高的结论相吻合，佐证了本文采用样本的代

表性。

表 5 样本组合一与样本组合二描述性统计

样本组/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

创业行为

社会经济地位

年龄

年份

2006
2009
2015
2006
2009
2015
2006
2009
2015
2006
2009
2015

样本组合一

样本量

1740
2494
3732
1740
2494
3732
1740
2494
3732
1740
2494
3732

均值

0.383
0.342
0.296
0.905
0.616
0.719
0.338
-0.061
0.055
36.344
38.617
41.997

标准差

0.388
0.369
0.364
1.301
1.146
1.256
2.090
1.941
2.150
11.817
11.642
14.780

样本组合二

样本量

38609
42529
43972
38609
42529
43972
38609
42529
43972
38609
42529
43972

均值

0.438
0.361
0.380
0.246
0.184
0.317
-0.259
0.143
-0.085
42.258
44.127
42.372

标准差

0.375
0.346
0.335
0.799
0.702
0.902
2.203
2.085
2.075
13.799
13.454
13.730

样本组/变量

创业环境规范

熟识其他创业者

经济外向度

GDP

年份

2006
2009
2015
2006
2009
2015
2006
2009
2015
2006
2009
2015

样本组合一

样本量

1740
2494
3732
1740
2494
3732
—

—

—

—

—

—

均值

0.800
0.786
0.743
0.585
0.611
0.490
—

—

—

—

—

—

标准差

0.200
0.208
0.294
0.493
0.488
0.500
—

—

—

—

—

—

样本组合二

样本量

38609
42529
43972
38609
42529
43972
38609
42529
43972
38609
42529
43972

均值

0.609
0.568
0.563
0.375
0.338
0.332
26.638
26.701
26.747
4.632
-2.809
3.554

标准差

0.272
0.277
0.303
0.484
0.473
0.471
0.892
0.895
1.124
1.899
3.334
1.261

注：样本组合一为中国大陆地区 2006年、2009年和 2015年数据；样本组合二为中国大陆地区、马来西亚、哥伦比亚、克罗地亚、美国、德国、荷兰、西

班牙 2006年、2009年和 2015年数据；由于样本组合一为单国家数据，不涉及分析社会层面变量，故经济外向度和 GDP变量值不存在，以“—”表示。

表 6 样本组合三描述性统计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

创业行为

社会经济地位

样本量

3178
3351
3480
3390
3375
3178
3351
3480
3390
3375
3178
3351
3480
3390
3375

均值

0.393
0.468
0.357
0.357
0.331
0.750
0.990
0.450
0.631
0.821
-0.061
0.220
0.014
-0.017
-0.026

标准差

0.889
0.385
0.379
0.388
0.378
1.269
1.363
1.052
1.181
1.304
1.941
1.922
1.891
1.818
1.768

变量

年龄

创业环境规范

熟识其他创业者

样本量

3178
3351
3480
3390
3375
3178
3351
3480
3390
3375
3178
3351
3480
3390
3375

均值

38.617
38.319
38.504
38.206
38.232
0.792
0.744
0.765
0.721
0.699
0.611
0.675
0.521
0.430
0.532

标准差

11.642
11.975
12.537
11.868
12.944
0.208
0.276
0.271
0.299
0.312
0.488
0.468
0.500
0.299
0.532

注：样本组合三为中国大陆地区 2009—2015年数据（其中 2009、2015年数据见样本组合一）。

（二）共线性检验

本文采用 Stata15.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由于引入了多个虚拟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为确保模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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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一致性与有效性，本文对进入各回归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

结果显示，各模型 VIF均在 5.0以内，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较弱。

（三）假设检验
1. 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及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

首先观察表 7中创业市场信心的回归结果。两组样本组合下各模型中，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回

归系数均在 0.1%水平显著为正。这说明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显著且较为稳健，也与过往创

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研究的实证结果一致。

而后进行主效应检验，观察表 7样本组合一中创业市场信心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情况。

创业市场信心与 2006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 0.394（p < 0.01），表明相较于 2006年，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

行为的关系在 2009年显著下降。同时，创业市场信心与 2015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 0.516（p < 0.001），表

明相较于 2009年，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在 2015年显著上升。综上所述，假设H1得到验证。

随后再进行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效应检验，观察表 7样本组合一中社会经济地位、创业市场信心与年份

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情况。社会经济地位、创业市场信心与 2006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 0.065
（p > 0.05），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未调节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下降趋势。然而，社会经济地位、创业市场

信心与 2015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 0.179（p < 0.01），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正向调节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

为的上升趋势。综上所述，假设H2得到部分验证。

表 7 假设检验回归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
创业行为

创业市场信心

社会经济地位

创业市场信心×2006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2015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2006年度虚拟变量×社会
经济地位

创业市场信心×2015年度虚拟变量×社会
经济地位

经济外向度

创业市场信心×2006年度虚拟变量×经济
外向度

创业市场信心×2015年度虚拟变量×经济
外向度

2006年度虚拟变量

2015年度虚拟变量

控制变量

年龄

创业环境规范

熟识其他创业者

GDP
观测值

样本组合一

2006&2009&2015
三年混合

0.540***（0.072）
［0.400，0.680］
0.102***（0.019）
0.394**（0.114）
0.516***（0.095）
0.065（0.066）
0.179**（0.060）

0.192**（0.059）
0.049（0.046）

-0.050**（0.018）
0.039*（0.015）
0.340***（0.033）

5897

样本组合二

发展中国家 2006&2009&
2015三年混合

0.467***（0.041）
［0.385，0.548］
0.098***（0.009）
0.397***（0.069）
0.433***（0.051）

-0.242**（0.076）
0.404***（0.053）
0.113***（0.026）
0.015（0.047）
0.219***（0.047）

-0.015（0.009）
0.034***（0.008）
0.316***（0.018）
0.001（0.189）

18696

发达国家 2006&2009&
2015三年混合

0.302***（0.015）
［0.273，0.330］
0.017***（0.003）
0.057**（0.020）
0.154***（0.020）

0.060***（0.009）
0.131***（0.009）
0.090***（0.010）
-0.148*（0.059）
-0.134*（0.054）

-0.048***（0.003）
-0.011***（0.003）
0.100***（0.006）
0.019*（0.008）

57178

全部国家 2006&2009&
2015三年混合

0.329***（0.015）
［0.300，0.359］
0.071**（0.021）
0.295***（0.020）
0.300***（0.020）

-0.080***（0.020）
0.153***（0.010）
0.029**（0.010）
0.198***（0.025）
0.118***（0.020）

-0.041***（0.003）
-0.002（0.003）
0.157***（0.006）
-0.023***（0.003）

75874
注：方括号报告 95%置信区间；圆括号报告标准误；***代表 p < 0.001；**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5。
2.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导向的调节作用

探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变化趋势的调节作用，本文首先根据世界

银行分类标准对混合截面数据来源国家进行分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的分类方法，将中国、马来西

亚、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划分为发展中国家组，将美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划分为发达国家组，并以此作为区

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Nabi et al，2011）。考虑到本部分研究涉及跨层次调节变量，故分别对发展中

国家组、发达国家组及全部国家数据进行多层次混合线性回归（multilevel mixed‑effects linear regression）并按

国家设置随机效果。借此控制国家间差异与国家内各年份差异，以期获得两类国家的共同趋势。而后，对两

组多层次混合线性回归结果差异进行拔靴分析和置换检验，以验证数据结果差异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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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观察表 7样本组合二中发展中国家组和发达国家组的创业市场信心与年份虚拟变量交互项回归系

数情况及表 8中系数差异情况。发展中国家组与发达国家组创业市场信心与 2006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差

异为 0.339（p < 0.001）。这表明相较于发达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

的下降趋势更为剧烈，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负向调节了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下降趋势。然而，发展中

国家组与发达国家组创业市场信心与 2015年交互项对回归系数差异为 0.278（p < 0.001）。这表明相较于发

达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上升趋势更为剧烈，即国家经济发展水

平同样负向调节了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上升趋势。综上所述，假设H3得到验证。

表 8 系数差异检验

变量/国家组

创业市场信心×2006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2015年度虚拟变量

发展中国家

0.397***（0.069）
0.433***（0.051）

发达国家

0.057**（0.020）
0.154***（0.020）

系数差异

0.339***
0.278***

注：拔靴分析与置换检验迭代次数为 2000次；圆括号报告标准误；***代表 p < 0.001；**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5。
继续观察表 7样本组合二中经济外向度、创业市场信心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情况。各组

模型中经济外向度、创业市场信心与 2006年度虚拟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均在 0.1%水平显著为正（发展中国

家组：β2006*经济外向度 = 0.404，p < 0.001；发达国家组：β2006*经济外向度 = 0.131，p < 0.001；全部国家组：β2006*经济外向度 =
0.153，p < 0.001）。这表明相较于经济外向度低的国家，处于高经济外向度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与

创业行为关系的下降趋势更为剧烈。同时，各组模型中经济外向度、创业市场信心与 2015年度虚拟变量对

应的回归系数均在 1%及以下水平显著为正（发展中国家组：β2015*经济外向度 = 0.113，p < 0.001；发达国家组：

β2015*经济外向度 = 0.090，p < 0.001；全部国家组：β2015*经济外向度 = 0.029，p < 0.01）。这表明相较于经济外向度低的国

家，这表明相较于经济外向度低的国家，处于高经济外向度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

上升趋势更为剧烈。综上所述，假设H4得到验证。

（四）补充检验
尽管上述分析已经验证了相关假设，但

考虑到经济危机的迟滞性负面作用将随时

间推移而减弱。同时，在衰退期后的经济扩

张期也可进一步划分为扩张初期（经济复苏

时期）与扩张后期（经济繁荣时期）两个阶

段，且两阶段内总体经济活动也有着显著的

区别（任泽平和陈昌盛，2012）。为了进一步

探究经济扩张时期时间对创业市场信心与

创业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及社会经济地位

的高阶调节作用，细致刻画二者间关系的变

化趋势。本文对两时段内全部年份数据再

次进行混合面板回归，分阶段考察经济扩张

时期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

变化趋势，以探究时间及社会经济地位的调

节作用。结果见表 7。
首先对主效应进行补充分析，观察表 9、

2009—2012 4年混合组中创业市场信心与

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情况。创

业市场信心与 2009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

为 0.040（p > 0.05）、与 2011年交互项对应回

归系数为-0.037（p > 0.05）、与 2012年交互项

对应回归系数为 0.006（p > 0.05），表明在

2009—2012年间，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

的关系未有显著变化。继续观察表 9，2012—

表 9 补充检验回归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
创业行为

创业市场信心

社会经济地位

创业市场信心×2009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2011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2012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2013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2014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2015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社会经济地位×2009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社会经济地位×2011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社会经济地位×2012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社会经济地位×2013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社会经济地位×2014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社会经济地位×2015年度虚拟变量

2009年度虚拟变量

2011年度虚拟变量

2012年度虚拟变量

2013年度虚拟变量

2014年度虚拟变量

2015年度虚拟变量

控制变量

年龄

创业环境规范

熟识其他创业者

观测值

样本组合三

2009—2012年
4年混合

0.489***（0.063）
［0.366，0.612］
0.098***（0.016）
0.040（0.094）
-0.037（0.086）
0.006（0.085）

0.222**（0.064）
0.290***（0.048）
0.159**（0.054）

-0.222***（0.050）
0.111*（0.049）
-0.365***（0.045）

-0.064***（0.015）
0.014（0.012）
0.299***（0.025）

9920

2012—2015年
4年混合

0.517***（0.055）
［0.409，0.625］
0.083***（0.014）

0.184*（0.077）
0.456***（0.080）
0.547***（0.081）

0.280***（0.050）
0.314***（0.052）
0.204***（0.055）

0.107**（0.040）
0.236***（0.039）
0.183***（0.039）

-0.048***（0.013）
0.032**（0.011）
0.344***（0.022）

11051
注：方括号报告 95%置信区间；圆括号报告标准误；***代表 p < 0.001；**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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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4年混合组中创业市场信心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情况。创业市场信心与 2013年交互项

对应回归系数为 0.280（p < 0.05）、与 2014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 0.456（p < 0.001）、与 2015年交互项对应

回归系数为 0.547（p < 0.001），表明在 2012—2015年间，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持续显著上升。

（五）稳健性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变化趋势的稳定性，本文在样本组合二的回归分析中同样

设置了创业市场信心与 2006、2009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通过对比样本组合二中各国家样本数据回归分

析结果是否与样本组合一中中国大陆回归分析结果是否一致，验证假设H1结果稳健性。

观察表 7样本组合二中创业市场信心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情况。各组模型中创业市场信

心与 2006年度虚拟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均在 1%及以下水平显著为正（发展中国家组：β2006 = 0.397，p <
0.001；发达国家组：β2006 = 0.057，p < 0.01；全部国家组：β2006 = 0.295，p < 0.001），表明相较于 2006年，所处各

类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在 2009年显著下降。同时，各组模型中经济外向度、创业

市场信心与 2015年度虚拟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均在 1%及以下水平显著为正（发展中国家组：β2015 = 0.433，
p < 0.001；发达国家组：β2015 = 0.154，p < 0.001；全部国家组：β2015 = 0.300，p < 0.001），表明相较于 2009年，所

处各类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在 2015年显著上升。综上所述，假设 H1结论稳

健性得到验证。

（六）内生性处理
过往研究表明，二手数据回归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有两种：一

是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二是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尽管本文控制了能够影响个体创业行为

的个人层面及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但是仍然可能存在同时影响创业市场信心和创业行为的遗漏变量。

解决内生性问题的中最重要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杜瑶等，2019）。考虑到“其他”社会影响机制非常难

以观测，本文选取虚拟变量“社会生活水平公平感（equal）”作为“创业环境规范（norm）”的工具变量进行 two
stage least squares（2SLS）回归（表 10）。首先，由第一

阶段回归结果看，社会生活水平公平感的估计系数为

正，意味着社会公平感越强，则其创业市场越有可能

呈现积极的创业规范。 2SLS回归的 F值大于 10［F
（12，5884）= 20.55］，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

验，说明本文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Hausman检验结果均表明 ordinary least square（OLS）和

2SLS估计值在统计上有显著差别，从而肯定 2SLS策
略的有效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生活水平

公平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后，创业市场信

心与 2006年、2015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依然均在

1%水平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前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心理驱动因素与行为的动态关系视角引入创业研究中，探索完整经济周期下，时间对创业市场信

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同时，本文还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导向、创业者经济社会地位视为

影响时间调节效果的高阶环境调节因素，以探究创业经济制度差异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变化轨迹的

影响。本文整合 2006—2015年全球创业观察与世界银行数据库，构建混合截面数据对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

与创业行为间关系趋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呈紧缩和扩张交替出现的市场逻辑下，创业市场信

心与创业行为间的关系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创业者所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导向、创业者

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将调节这一变化过程。这一结论一方面印证了行为理论中心理驱动要素与创业行为间关

系的动态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将此结论拓展至长期变化过程，验证了其在经济周期下的变化趋势与其他经济

特征的调节作用。

而社会经济地位在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呈下降趋势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未得到验证，出现这

表 10 基于 2SLS内生性问题处理

阶段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自变量

社会生活水平公平感

创业市场信心×2006年度虚拟变量

创业市场信心×2015年度虚拟变量

主效应

主效应×调节效应

时间效应

控制变量

N

因变量

norm

0.131***（0.014）
behavior

0.480**（0.142）
0.356**（0.124）

YES
YES
YES
YES
5897

注：圆括号报告标准误；***表示 p < 0.001；**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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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尽管具有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具备更丰富的经济与社会资源，但同样其

在经济衰退过程中遭受的负面冲击也更大。例如，Carree和 Verheul（2012）研究发现，高水平的通用性人力

资本（如教育）会使创业者过度自信、对创业收入产生较高预期。这致使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在经历负

面事件时，更易产生负面情绪。第二，具有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具有丰富的社会渠道，这让他们有更多

的经济活动选择。因此，当经济呈现衰退的态势时，具有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更可能选择放弃创业而转

向其他经济活动，这也将削弱其在创业活动中经济与社会资源的投入。

（一）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分析了完整经济周期下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的长期系统性变化（long‑term

systematic change），从动态视角审视创业市场信心这一创业心理驱动要素。尽管研究已经发现，积极的创业

市场预期与评估对于激发创业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Dimov，2010），但尚未考察市场逻辑等影响创业活

动的重要经济环境要素对于其产生的影响。同时，最近创业学者也开始注意到创业过程中认知调节要素的

时变性，认为创业认知与创业行为间关系存在特定变化趋势（Gielnik et al，2014）。基于此，本文从创业市场

信心这一构念切入并加入时间维度，分析经济呈周期性变化的市场逻辑下，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

的演化趋势。一方面，将时间要素纳入研究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自发性

变化过程的确认，进一步支持了心理驱动要素与行为间动态关系的研究结论（Frese，2009）；另一方面，通过

解析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随市场逻辑的变化过程，丰富了制度理论中制度逻辑观在创业研

究中的理论内涵。

其次，本文通过比较国家间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变化趋势差异，厘清了国家经济

发展水平与发展导向在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变化中的作用。基于制度理论的宏观经济环境已

被证实对一国大众创新创业活动有显著影响，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导向分别已被作为解释国家间

创新创业活动水平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Acs et al，2018）。本文从制度理论出发，构建跨层次调节模型，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经济制度差异对创业者创业活动开展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外向度较高的国家，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更易受到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

但在经济重回扩张期后恢复相对较快。研究结果与Martin（2012）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导向是影响经济

弹性关键因素的研究相呼应，也为制度影响个体创业活动跨层次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

最后，本文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在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恢复过程中的作用时段及机理，拓

展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创业过程影响研究。创业领域关于社会经济特征（如教育水平、收入财富）等的研究多

聚焦于其对创业者直接影响，且结论仍未达成共识。本文将社会经济地位视为重要的创业资源，探索其在创

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变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创业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仅在经济重回

扩张期对创业市场信心产生积极作用，而在经济衰退期并未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与过往创业危机管理

研究中将社会经济资源视为后危机恢复时代的关键要素观点相互印证（杨隽萍等，2014）。同时，弥补了现

有社会经济地位对创业过程影响研究相对缺乏的不足。

（二）政策启示
除了上述理论意义外，本文还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本文有助于学者构建全面评估创业市场信心

的方法，这为政府机构科学分析大众对现有创业环境评估情况，并制定相应激励政策提供了支持。过往研究

表明，市场信心是重要的经济先行指标。然而市场信心具有较强的感染性，会使市场信心在遭遇经济外生冲

击时陷入持久的负面状态。因此要选择适当调控策略稳定市场信心，进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陈彦斌和唐诗

磊，2009）。同样，大众对于创业市场的信心也将影响国家总体创业活动开展。本文研究表明，除应关注创

业市场信心变化外，也应关注到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变化。而准确评估时下创业市场信心

的状态及其正向作用，是执行积极准确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未来政府及科研机构可以借鉴本文衡量方法，

制定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客观指标，为科学分析与决策提供参考。

其次，本文揭示了国家经济制度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变化趋势的差异化影响，揭示了经济新

常态下进一步促进创业活动可能面临的挑战。迈克尔·希特和徐凯（2019）指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

作用，在创业市场中形成复杂的制度环境。探究正式的经济制度如何对创业中心理要素产生影响，对于把握

国家创业活动发展差异并制定相应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研究结论所表明，随着国家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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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发展逐步减缓，而经济外向度越高，经济衰退的冲击影响越深远。在经

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继续维持创业者积极的创业心理驱动要素的效果？在进一步扩大经济开放水平

的大趋势下，如何更好的防范经济危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本文揭示经济新常态下创业领域的新挑战，为如

何主动发挥现有经济条件优势，并通过宏观调控与政府配置，避免现有经济条件缺陷研究提供了指引。

最后，本文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的作用，为创业者提升自身能力提供了新思路。本文

研究表明，大众应积极寻求教育与社会资源的提升。这不仅能够为创业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持，也能够帮助大

众在经济衰退发生后尽快恢复。相应的，政府与社会也应为潜在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和多样化资金扶持，并

建立创业信息的共享平台，以帮助创业者获取创业所必须的知识、物质和人际网络资源。

（三）局限性与未来研究
本文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完善。首先，受制于二手数据这一数据来源，本文将

一个国家创业者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机会感知视为创业市场信心，并衡量其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尽管

该变量代理方法参照了经济学研究中市场信心的操作性定义，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

机会感知对其他个体层面要素高度敏感，而这些因素可能会扰乱潜在的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本文

建议在未来创业研究中，应进一步厘清创业市场信心的核心内涵与概念边界，并依据于此归纳操作性定义并

设计量表。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创业市场信心的一手数据，实证其他影响创业市场信心的要素并发掘

其后果。

其次，本文仅选取了社会经济地位、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导向两类经济制度要素作为调节变量，缺少了

其他制度因素并忽视了国家文化因素。实际上，还可能还有很多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上的因素影响创业活动，

包括非政府机构的态度和特征等。同时，现有跨文化研究文献着眼于国家文化维度，开始探索各国在创业和

自主创业活动方面的差异。因此，本文建议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将其他制度因素与国家文化因素量化并

放入模型中。

最后，本文仅分析了经济周期下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未考虑其后续事件及其他经

济事件的影响。事件系统理论指出，单一事件可以激发一系列后续事件涌现并组成一条事件链，对实体施加

持续影响。同时，不同时空下的同类事件会交织在一起形成事件集，对实体施加复合影响。例如，不同国家

出台了具有特色的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复苏。同时在 2012年左右，与全球经济危机相比冲击强

度和波及范围稍小的欧债危机爆发。这些事件的发生，都将对一个国家创业者的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

的正向作用产生差异化影响。因此，本文建议在未来研究中充分考虑这些事件，采用复合方法考察和评估经

济周期对创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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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mporal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al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Market Confidence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Mixed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GEM and WBD

Li Qirong1，2，Li Chunxuan1
（1.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2. JLU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ction theory，the tren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market confid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under the economic cycle was investigated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Meanwhile，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coun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orientation as well as the entrepreneur’s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were considered.
Based on 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and world bank database（WDB）mixed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2006 to 2015，
the differential fluctu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market confid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market confidence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will be significantly weakened when
the economy was in recession. After that，positiv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market confidence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wa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in the early stages of economic expansion. Meanwhile，the change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market confidence
motivational effect showed more fiercel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y and externally oriented economic country. In addition，additional
studies found that entrepreneur’s socioeconomic status only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motivational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market
confidenc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economic expansion. It contributed to entrepreneurship action theories by revealing the tren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market confid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is trends. At the
same time，it promoted the practice community to focus on the potential risk of depresse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caused by the impact
of the entrepreneurial market confidence during the economic recession.
Keywords：entrepreneurial market confidence；entrepreneurial behavior；action theory；temporal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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